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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区位熵的加权处理， 给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 在此基础上， 借助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

线性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 总体上，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带动效应， 而这

种效应表现出阶段递减特性。 从分解效应看，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带动效应表现出单

门槛非线性特征， 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 分区域看， 相较于西部地区， 产业协同集聚对

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 分行业看， 科学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

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现倒 Ｕ 型特点， 而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临界减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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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当前，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十四

五” 时期， 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为新发展阶段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 综合

来看， 以 “分离式生产” 为特征的传统市场分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效果并不理想； 而基于横纵向关

联行业或企业， 依靠距离 “协同式生产” 和 “融合性生产” 所获得的 “外部性” 绩效显著［１］。 由此可

见， 优化空间布局， 增强产业间的关联， 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抓手。 其中， 产业协同集聚所

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基， 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 目前， 中国制造业总量已经连续 １２ 年位列全球

首位， 为工业经济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国

制造业大而不强、 全而不优的矛盾也逐渐凸显， 制造业的发展也步入爬坡过坎的攻坚阶段。 推动制造业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 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 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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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商， 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正向效应日益显现［２］。 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能够促进制造业专业化分工

和创新资源汇聚， 推动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３］。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 推进制造业

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有效实现 “双轮驱动”， 是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引擎。 本文以制造业

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为例， 探究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在此基础上， 讨论其

区域与行业异质性， 力图为相关部门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二、 文献综述

产业协同集聚的概念最早由埃里森和格莱泽 （Ｅｌｌｉｓｉoｎ ＆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７） 提出， 是指相关联产业在地理

上的集中定位［４］。 国内学者王静田等 （２０２１） 将其定义为集聚的不同产业或行业之间存在因共享劳动力、 知

识技术外溢而形成的水平关联和存在投入产出关系的上下游产业或行业间的垂直关联， 还包括不同产业或行

业在同一区域内的集聚［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产业协同集聚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 多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

业为视角进行讨论。 本文从互动关系、 影响效应分析、 方法选择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
就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关系研究而言， 近年来， 众多学者针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

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推演和实证剖析。 基于不同的视角及观点， 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 供给论，
即认为制造业主导生产性服务业［６－７］。 弗朗索瓦 （Ｆｒａｎｃoｉｓ， １９９０） 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生产性服

务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拉动作用［８］。 黄慧群和杨虎涛 （２０２２）
指出， 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新型服务业的发展需要相当规模的国内制造业作为基础， 制造业的引擎功能并

没有 “消失” ［９］。 第二， 需求论， 即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制造业［１０－１２］。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凭借技术

溢出效应、 产业关联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途径降低制造业成本， 推动制造业效率提升［１３］ 。 第三， 融合

论， 即认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影响、 相互融合、 共同发展［１４－１５］ 。 席艳乐和李芊蕾 （２０１３） 基

于投入产出表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 结果表明它们存在双向因

果关系［１６］ 。
就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而言， 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 产业优化升

级、 经济增长、 就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 胡绪华和陈默 （２０１９） 研究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

集聚能够有效推动地区绿色创新， 且效果优于单一的制造业集聚［１７］。 陈晓峰和陈昭锋 （２０１４） 以中国东

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优化升级、 区域经济增长均有正向促进作

用［１８］。 杨巧和陈虹 （２０２１） 指出， 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增长质量［１９］。 有学者证明了产业协

同集聚能够有效推动就业发展［１１］。 也有部分学者对产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 结

果表明， 无论在城市还是省级层面， 产业协同集聚均能够有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２０］。 然而， 现有

文献忽略了指标分解异质性视角下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应的探讨。
就研究方法选择而言，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线性模型研究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如动

态面板模型［２１］、 中介效应模型［２２］、 空间计量模型［２３－２５］等， 主要聚焦于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 城市群全要

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影响效应及行业异质性。 然而， 产业协同集聚呈现多样化、 复杂化演变趋势， 从

机制分析来看， 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非呈现单纯的线性关系， 而具有阶段性、 阈值性等非线

性特点。 单一线性测度方法难以准确反映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不能充分捕捉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效应。
综上所述， 现有文献关于产业协同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关系的讨论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关

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研究并不少见， 但是鲜有文献基于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技术进步等分维度视角

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对其的作用效果与异质性； 第二，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单一线性关系探讨， 忽略了经济变量之间非线性关系的探讨， 无法系统地揭示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也

无法给出差异化政策制定的研究支撑。
鉴于此， 本文相较于以往研究的边际贡献包括： 第一， 研究内容方面，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分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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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 并讨论其区

域异质性。 第二， 研究方法方面， 通过对区位熵的加权处理， 给出了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 在此基础上，
考虑经济变量间的复杂关系， 引入门槛效应模型， 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三、 机制分析

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与负向的双重影响机制， 使其最终影响呈现非线性的特点。 如图

１ 所示， 从产业集聚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看， 一方面， 产业协同集聚可通过知识溢出、 竞争优势和规模经济

等多方面的正向效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第一， 产业协同集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根

据雅各布斯 （Ｊａｃoｂｓ， １９７０） 的外部性理论， 绝大多数的知识外溢效应在不同产业之间发生［２６］。 在协同集聚

区域内， 距离的缩短使不同产业间的互动成本降低， 交流更加频繁， 有利于各企业相互吸收借鉴优良的技术

经验， 进而推动整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２７］。 第二， 产业协同集聚通过竞争优势效应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 一般而言，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同一区域内集聚， 必然会导致同类企业间的竞争， 为获得更多竞

争优势， 各企业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与专业化水平， 提高生产效率， 使集聚区域内产业整

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２８］。 第三， 产业协同集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或交易成本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 在协同集聚区域内， 制造企业取消使用部分由企业内部所提供的服务， 转向使用由企业外部更加专业化的

组织所提供的服务， 而专业机构因为经验丰富和存在外部竞争， 收费较低， 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制造成本，
实现效率提升［２２］。

另一方面， 当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过度集聚会带来一系列负向效应， 阻碍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 首先是拥挤效应， 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会向拥塞效应转变［２９］， 当大量企业在同一地区内集聚，
会引发地价上涨、 交通拥堵、 基础设施短缺等问题， 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３０］。 其次是沉没成本， 部

分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 但受到沉没成本的限制， 该类企业难以自由退出市场，
因而长期停留在协同集聚区域内， 甚至成为 “僵尸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降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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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四、 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为探究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非线性影响， 本文采用汉森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 ［３１］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估计：
ＴＦＰ ｉｔ ＝ α０ ＋ α１ Ｃｏａggｉｔ × Ｉ（ｑｉｔ ≤ η１） ＋ α２ Ｃｏａggｉｔ × Ｉ（η１ ＜ ｑｉｔ ≤ η２） ＋ . . . ＋ αｎ

Ｃｏgggｉｔ × Ｉ（ｑｉｔ ＞ ηｎ－１） ＋ γ Ｘ ｉｔ ＋ μｉ ＋ εｉ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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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 中， ｉ ＝ １， ２， . . . ， ｎ ， 代表不同的省份， ｔ ＝ １， ２， . . . ， ｎ ， 代表不同的年份； ＴＦＰ ｉｔ 为全要

素生产率； Ｃｏａggｉｔ 为受门槛影响的变量， 由产业协同集聚效果表征； ｑｉｔ 为门槛变量， 也由产业协同集聚效

果表征； Ｉ（·） 为示性函数， 随门槛变量和门槛值的变化而变化， 其取值为 ０ 或 １； η１， η２， . . . ， ηｎ 表示不

同的门槛值； Ｘ ｉｔ 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集； γ 为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的集； μｉ 为个体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

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设计

１.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 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有奥利 －帕克斯

（ＯＰ） 法、 莱文森－彼得林 （ ＬＰ） 法、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 （ ＤＥＡ） 等。 相比较

而言， 数据包络－马姆奎斯特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方法无须考虑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 可以避免由于

生产函数设定不当产生的误差， 因此， 学者们普遍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进

行测度 ［３２－３４］ ， 本文也采用该方法进行测度。 从 ｔ 到 ｔ ＋ １ 期 ＴＦＰ 的具体计算为：

Ｍ（ｘｔ ＋１， ｙｔ ＋１， ｘｔ， ｙｔ） ＝
Ｄｔ

ｎ（ｘｔ ＋１
ｎ ， ｙｔ ＋１

ｎ ）
Ｄｔ

ｎ（ｘｔ
ｎ， ｙｔ

ｎ）
×
Ｄｔ ＋１

ｎ （ｘｔ ＋１
ｎ ， ｙｔ ＋１

ｎ ）
Ｄｔ ＋１

ｎ （ｘｔ
ｎ， ｙｔ

ｎ）
（２）

沿用雷和戴斯里 （Ｒａｙ ＆ Ｄｅｓｌｉ， １９９７） ［３５］的做法， 将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 （ＰＥＣ）、 技

术进步 （ＰＴＣ）、 规模效率变化 （ＳＣＨ）， 其分解表达式为：

　 　 Ｍ（ｘｔ ＋１， ｙｔ ＋１， ｘｔ， ｙｔ） ＝
Ｄｔ ＋１

ｖ （ｘｔ ＋１， ｙｔ ＋１）
Ｄｔ

ｖ（ｘｔ， ｙｔ）
×

Ｄｔ
ｖ（ｘｔ， ｙｔ）

Ｄｔ ＋１
ｖ （ｘｔ， ｙｔ）

×
Ｄｔ

ｖ（ｘｔ ＋１， ｙｔ ＋１）
Ｄｔ ＋１

ｖ （ｘｔ ＋１， ｙｔ ＋１）
×

　
Ｄｔ

ｃ（ｘｔ ＋１， ｙｔ ＋１） ／ Ｄｔ
ｖ（ｘｔ ＋１， ｙｔ ＋１）

Ｄｔ
ｃ（ｘｔ， ｙｔ） ／ Ｄｔ

ｖ（ｘｔ， ｙｔ）
×
Ｄｔ ＋１

ｃ （ｘｔ ＋１， ｙｔ ＋１） ／ Ｄｔ ＋１
ｖ （ｘｔ ＋１， ｙｔ ＋１）

Ｄｔ ＋１
ｃ （ｘｔ， ｙｔ） ／ Ｄｔ ＋１

ｖ （ｘｔ， ｙ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ＰＥＣ × ＰＴＣ × ＳＣＨ （３）
在指标选取方面， 测度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所选取的投入指标包括劳动投入 （Ｌ） 和资本投入 （Ｋ），

前者用各省份制造业就业人数表示， 后者用各省份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表示， 并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

数进行平减； 选取的产出指标为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 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由于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的产出数据缺失， 故按照各省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工业就业人数的比值折算出制造业产值

进行测算。 在变量形式上， 参考刘华军和杨骞 （２０１４） ［３６］、 胡建辉等 （２０１６） ［３７］， 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

或分解指标的各年累乘积进行建模， 该计算方式不仅反映了当年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 也体现了基于

基年的累积变化情况， 便于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标的作用途径及效果。
２. 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协同集聚指数 （Ｃｏａgg） 为核心解释变量， 同时也是门槛变量。 所谓 “协同集聚”， 是指存在水

平关联或上下游关联的不同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 本文参考赵凡和罗良文 （２０２２） ［３８］， 对产业

协同集聚指数进行测算。 具体测算方法为：

Ｃｏａggｉ ＝ １ －
ＬＱｉｍ － ＬＱｉｓ

ＬＱｉｍ ＋ ＬＱｉｓ

æ

è
ç

ö

ø
÷ ＋ （ＬＱｉｍ ＋ ＬＱｉｓ） （４）

其中， ｍ 表示制造业， 涵盖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中代码为 １３－４３ 的行业； Ｓ 表

示生产性服务业， 包括交通运输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信息服务业、 科学技术服务业五大产

业［３９］。 ＬＱｉｍ 表示 ｉ 地区制造业的区位熵， ＬＱｉｓ 表示 ｉ 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熵。 Ｃｏａggｉ 表示 ｉ 地区制造业

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水平。 等式右边第一项测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协同集聚区域内的匹配

程度， 即 “协同集聚质量”， 第二项测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水平， 即 “协同集聚高度”，
该指数能全面反映两产业协同集聚的总体情况。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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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控制变量

在参考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引入如下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 提高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产

出， 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参考刘叶和刘伯凡 （２０１６） ［２１］， 本文采用 “每万人高校在校大学生” 表征

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 （ Ｉｎｄ）： 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助于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过渡， 通过技术外溢提高产业技术效率，

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本文采用第二、 第三产业增加值之比表征产业结构。
外商投资 （Ｆｄｉ）： 外商投资可以通过示范模仿效应、 人员培训效应、 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等途径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４０］。 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比重表征外商投资。
政府干预 （Ｇｏｖ）： 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失灵， 提升地区资源配置效率， 进而促进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 但过度的政府干预会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阻碍企业经济效率的提高， 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

抑制作用。 本文采用出财政支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表征政府干预。
基础设施 （ Ｉｎｆｒａ）：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分工的精细程度， 带来市场规模效

应， 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４１］。 借鉴韩峰和李玉双 （２０１９） ［４２］， 本文采用各省份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来表

征基础设施。
（三）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 ３０ 个省份 （限于数据可得性， 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 数据的样本考察期为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主要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与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

鉴》。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原始变量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１. ０９４ ０. １４０ ０. ４７１ １. ０７８ ２. １６６

技术效率 ＰＥＣ １. ００５ ０. ０９９ ０. ４３４ １. ０００ １. ６６０

规模效率 ＳＣＨ １. ００９ ０. ０９３ ０. ４７０ ０. ９９９ ２. ２１３

技术进步 ＰＴＣ １. ０８３ ０. ０８８ ０. ６３０ １. ０８２ １. ６８９

产业协同集聚 Ｃｏａgg ２. ６２９ ０. ４７２ １. ４６３ ２. ５９５ ４. ６０９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５. ４５９ ０. ３５０ ４. ５０４ ５. ４４９ ６. ５３６

产业结构 Ｉｎｄ １４. ４７０ ４. ８７４ ４. ０４０ １３. ９４０ ２６. ７８０

外商投资 Ｆｄｉ ０. ５２７ １. ６８７ ０. ０４８ ０. ２２９ ３４. ２２０

政府干预 Ｇｏｖ ０. ２３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８３ ０. ２１０ ０. ７５８

基础设施 Ｉｎｆｒａ １. ０５１ ０. ３６４ ０. １８９ １. ０６０ ２. ００２

　 　 注： 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标均为累乘前的实际数值， 为保证数据量纲的匹配， 对人力资本数据取对数处理。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核心指标测度结果

图 ２ 为基于样本期间 ３０ 个省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协同集聚指数按照地区进行均值计算的结果。 由

图 ２ 可知，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协同集聚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上海、 广东、 北京、 天津、 辽宁、
江苏等地区协同集聚水平较高， 新疆、 海南、 黑龙江、 内蒙古、 山西等地区协同集聚水平较低。 可以看

出， 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呈现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度高、 中西部地区集聚度低的 “中心－外围” 地理格局。 这

可能是由于， 在东部地区，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具备更好的协同集聚条件。 一方面， 由于部分效率较

低的企业已经被转移出去， 东部地区拥有更多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企业， 协同集聚组合更加优良； 另一

方面， 东部地区拥有更强的科技创新水平、 更充足的人力资源储备等， 协同集聚的作用环境更理想。 而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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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 两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较弱， 且受到地理位置等因

素的制约， 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低。
图 ３ 为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技术进步的年均值时间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

出，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波动较大。 其中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上升幅度较大， 在

２０１７ 年达到峰值， 之后又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在分解指标中， 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

化趋势较为接近， 但技术效率各年数值普遍小于全要素生产率， 规模效率的波动幅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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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标趋势

（二） 影响效应分析

１. 门槛效应检验

在给出门槛模型估计之前， 要进行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与门槛估计值真实性检验。 前者用于检验

门槛值两侧的两组样本模型估计参数是否显著不同， 一般通过 Ｆ 统计量判断； 后者用于确定门槛值的数

量及取值， 一般通过似然比 （ＬＲ） 统计量判断。 借鉴汉森 （１９９９） ［３１］ 的方法， 这里使用极大似然的方法

构造统计量 ＬＲ， 原假设为 Ｈ０： γ
＾
＝ γ ， 若 ＬＲ（γ） ≤－ ２ｌoｇ（１ － １ － ０. ０５） ＝ ７. ３５， 接受原假设， 认为门槛

值不真实存在。
表 ２ 列出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图 ４ 表示门槛值在 ９５％

的置信水平下的似然比①。 由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可知，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的

影响均存在单门槛效应， 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 各门槛值对应的 ＬＲ 估计值小于临界值， 即

门槛估计值均有效。 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 因此， 在后文建立普通面板回归

模型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分析。

表 ２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被解释变量 门槛个数 门槛值 Ｆ 值 Ｐ 值
临界值

１％ ５％ １０％

ＴＦＰ 单一门槛 １. ８８４ ２１. ０４０ ０. ０９０ ２８. ４８４ ２４. ３４２ ２０. ９０９

双重门槛 ３. ６６３ ７. ５８０ ０. ８２４ ３０. ５５２ ２４. ２５１ ２１. ５２０

１４

① 虚线对应的值为 ７. ３５， 虚线以下的部分表示候选门槛值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构成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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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被解释变量 门槛个数 门槛值 Ｆ 值 Ｐ 值
临界值

１％ ５％ １０％

ＰＥＣ 单一门槛 ２. ２６６ ３３. ４２０ ０. ０３０ ４０. １０３ ３０. ２９１ ２５. ３５４

双重门槛 ３. ０３３ ９. ８３０ ０. ６２２ ４０. ３７７ ２７. ６６３ ２３. ８７９

ＳＣＨ 单一门槛 ２. ４４３ ２３. ７４０ ０. ０６０ ３７. ２２２ ２４. １１１ １８. ４６９

双重门槛 ２. ４５２ ２５４. ３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９. ５８４ ２４. ５６７ １９. ９０３

三重门槛 １. ７９９ １０. ８６０ ０. ６００ ２４０. ００９ １５６. ８５３ １３７. ６１４

ＰＴＣ 单一门槛 ３. ０４１ １９. ９６０ ０. １６８ ３４. ４７２ ２５. ２７４ ２２. 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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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产业协同集聚的门槛估计值及似然比函数

２. 模型估计结果

表 ３ 给出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 （技术效率、 规模

效率、 技术进步） 影响的回归结果。 从总体效应来看，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非线性

促进效果； 从分解效应来看，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同样具有非线性促进作用， 对技术进步表

现为线性抑制作用， 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
具体来看，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 在达到门槛值 （１. ８８４）

之前， 促进系数为 ０. ４９９， 跨越门槛值之后， 促进作用减弱， 系数为 ０. １２３， 但促进效果不再显著。 可见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水平存在最优临界值， 超过临界值后， 产生的一系列拥挤效应、 挤占

效应会削弱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在控制变量中， 人力资本、 外商投资、 政府干预及基础

设施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 而产业结构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抑制性， 这

表明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亟待优化， 否则难以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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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 协同集聚水平跨越门槛值 （２. ２６８） 后， 正

向促进系数由 ０. １３６ 减小为 ０. ０８０。 这是因为， 协同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 一

方面，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一定的区域内协同集聚， 共享投入产出市场， 降低了生产成本与交

易成本； 且通过不断的竞争和双向选择， 优化了集聚组合， 使得生产、 服务和管理效率相对较高的企业

得以生存。 另一方面， 协同集聚水平一旦超过最优临界值， 区域内会过度竞争， 带来交通成本、 地价上

涨等拥挤效应， 降低企业的技术效率。
在规模效率方面，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 当协同集聚

水平较低时， 对制造业规模效率存在微弱的抑制力， 系数为－０. ００７， 可能是由于此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

务业的协同集聚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布局， 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性不强， 此时协同集聚并不会提升规模

效率。 当协同集聚水平跨越第一门槛时， 对制造业规模效率的影响由负变正， 系数为 ０. ２８０， 主要原因在

于， 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通过共享投入产出及劳动力市场节约了部分成本， 制造业企业会

利用所节约的成本购买更多的厂房、 原材料等， 扩大生产规模， 形成规模经济， 提升规模效率。 当协同

集聚水平超过第二门槛值后， 对制造业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系数为 ０. ００７。 这是由于， 随着企业

间协同集聚水平的提高， 所能节约的交易成本逐渐变少， 且生产规模的扩大使规模经济逐步转变为规模

不经济。 在技术进步方面，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具有线性抑制作用， 可以看出， 中国制造业

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还处在粗放型阶段， 主要通过改善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

产率， 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有待加强。

表 ３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变量
门槛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ＴＦＰ ＰＥＣ ＳＣＨ ＰＴＣ

Ｃｏａgg ＜ η１ ０. ４９９∗∗ ０. １３６∗∗∗ －０. ００７

（０. ２０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３）
η１ ≤ Ｃｏａgg ＜ η２ ０. １２３ ０. ０８０∗∗∗ ０. ２８０∗∗∗

（０. １４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８）
Ｃｏａgg ＞ η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９）

Ｃｏａgg －０. １２５∗∗

（０. ０６３）

Ｈｕｍａｎ ０. ８１５∗∗∗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６∗ －０. ７０１∗∗∗

（０. ２５０）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３） （０. １２５）

Ｉｎｄ －１. ２２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６∗∗∗ －０. ４４６∗∗∗

（０. １２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８５）

Ｆｄｉ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Ｇｏｖ ２. ７７５∗∗∗ －０. ４３７∗∗∗ ０. ０３２ ０. ５５０

（０. ７４０） （０. １５７） （０. ０９８） （０. ３９９）

Ｉｎｆｒａ ０. １１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常数项 －３. ７１４∗∗∗ ０. ３３９ １. ４０６∗∗∗ ５. ２８２∗∗∗

（１. ２６３） （０. ２７２） （０. １７０） （０. ６５０）

Ｒ２ ０. ７０１ ０. １１２ ０. ４３４ ０. ９０７

　 　 注： ＴＦＰ 的 η１ ＝ １. ８８４， ＰＥＣ 的 η１ ＝ ２. ２６６， ＳＣＨ 的 η１ ＝ ２. ４４３， η２ ＝ ２. ４５２。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后表同。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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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异质性分析

１. 区域异质性

由于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禀赋结构有较大差异， 因而可能存在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

素生产率影响效应的区域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的 ３０ 个省份划分为东部、 中部与西部①三大区域， 探究产

业协同集聚对不同区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差异。 相较于以往文献仅探究不同区域产业协同

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指标的影响差异［４３］， 本文从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技术进步等具体维度， 深入

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对其的作用效果与异质性， 为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经验依据。 本文建立门槛

模型， 检验其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效应，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４②。

表 ４　 三大区域的门槛效应检验

被解释变量 门槛个数 门槛值 Ｆ 值 Ｐ 值
临界值

１％ ５％ １０％

东部 ＴＦＰ 单一门槛 ２. ６８２ ３２. ５００ ０. ０４２ ４５. ０２２ ３０. ３３４ ２４. ６６４

ＳＣＨ 单一门槛 １. ８６２ ３５. ５８０ ０. ０９６ ７６. ３１７ ５５. ７９８ ３３. ５８８

双重门槛 １. ７９９ ４３. ６９０ ０. ０４２ ７０. ０４３ ３９. ７３５ ３１. ０４７

中部 ＳＣＨ 单一门槛 ２. ５３５ ２５. ８８０ ０. ０４０ ４３. ５５９ ２４. ６３７ ２２. ０８１

ＰＴＣ 单一门槛 ２. ２０４ ２１. ２８０ ０. ０８０ ３７. ７７０ ２７. ５２４ ２３. ８８２

双重门槛 ２. ２６６ ４８. ３１０ ０. ０００ ３５. ９２２ ２１. ２９７ １８. ０９１

西部 ＰＴＣ 单一门槛 ２. ０８９ ２１. ３１０ ０. ０３２ ２６. ０５５ １９. ４３６ １７. ３７６

由检验结果可知，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标大多存在非线性影响。 对非线性

关系显著的， 均已进行了门槛估计值真实性检验； 对于非线性关系不显著的， 建立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对

其影响效应进行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５③。
综合来看， 在东部、 中部地区， 产业协同集聚推动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且东部地区的作

用强度大于全国整体水平， 而西部地区的推动作用不显著。 从分解指标来看， 东部、 中部地区各自的产

业协同集聚均促进规模效率、 技术效率， 抑制技术进步。 而在西部地区， 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
但抑制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具体而言， 在东部地区， 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促进效应， 跨越门槛值 （２. ６８２） 之后，
促进作用减弱， 这一趋势与全国整体趋势相似， 但其促进系数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是由于， 东部地区拥有地

理位置及人才技术等优势，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匹配程度较高，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协

同集聚的正向效应。 从分解指标来看， 产业协同集聚对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倒 Ｕ 型， 在第二门槛值

（１. ７９９） 与第一门槛值 （１. ８６２） 之间， 促进效果最强。 因而在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发展过程中， 应将协同

集聚水平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实现正向效应的最大化。 产业协同集聚推动了东部地区技术效率提升， 而对技术

进步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性。 根据纳尔逊和菲尔普斯 （Ｎｅｌｓoｎ ＆ Ｐｈｅｌｐｓ， １９９６）［４４］的技术赶超理论， 当某一地区的

生产技术与前沿技术相差较大时， 其技术进步相对容易； 反之， 技术进步则相对困难。 中国东部地区制造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较高， 尽管在协同集聚区域内存在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 但如果促进技术进步的

成本高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 技术进步就会停滞甚至出现倒退。

４４

①

②
③

东部地区包括：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 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受篇幅限制， 表 ４ 仅展示了门槛效应显著的模型检验结果。
受篇幅限制， 表 ５ 仅展示了与各区域中与全国整体趋势差异较大的模型回归结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双月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在中部地区， 产业协同集聚推动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但其作用效果并不显著。 从分解指

标来看， 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效率存在正向影响， 这一趋势与全国平均趋势类似。 但相较于全国整体，
其促进作用更强。 这是由于中部地区扮演着承接部分制造业从东部转移的角色， 因而制造业市场规模较

大， 拉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在协同集聚区域内， 企业间共享投入产出市场， 加速了企业向最优规

模调整， 形成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 而中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进步存在抑制性， 伴随

着协同集聚水平的逐渐增强， 对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强度呈现强－弱－强的变化趋势。 可能的原因是， 中

部地区的科研资源相对不足， 制造业企业缺乏新方法新技术， 企业大多通过调整规模来提高效益， 在技

术进步上难以有突破性进展。
在西部地区，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具有线性抑制作用。 从分解指标来看， 西部地区

的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效率表现为显著的抑制性， 这与全国平均趋势相反。 可能的原因是， 西部地区的制造

业发展水平较低，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 产业间交易不够频繁， 平均交易

费用较高。 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组织模式， 导致资源错配， 抑制了技术效率的提

升。 西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对规模效率也表现为抑制作用， 结合全国整体的协同集聚对规模效率的门槛效

应来看， 西部地区的协同集聚水平处在第一门槛值以下， 因此表现为抑制效果。 而西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

对技术进步表现为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 由 “技术赶超理论” 可知， 西部地区生产技术较为落后， 与前沿技

术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在协同集聚的作用下， 更容易实现技术进步。

表 ５　 三大区域的影响效应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ＴＦＰ ＳＣＨ ＰＴＣ ＴＦＰ ＳＣＨ ＰＴＣ ＴＦＰ ＰＥＣ ＰＴＣ

Ｃｏａgg ＜ η１ ０. ７１８∗∗∗ ０. １１１∗ ０. ０８８∗∗ －０. ６２４∗∗ ０. ３３５

（０. １７６） （０. ０６８） （０. ０３９） （０. ２９３） （０. ２２０）

η１ ≤ Ｃｏａgg ＜ η２ ０. ５０３∗∗∗ ０. ３５６∗∗∗ ０. ０６９∗ －０. １２５ ０. １１８

（０. １６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３７） （０. ２９７） （０. １７８）

Ｃｏａgg ＞ η２ ０. ０６８∗ －０. ３３１∗

（０. ０４９） （０. ２７４）

Ｃｏａgg －０. １９９∗ ０. ０１１ －０. ５３４∗∗ －０. １０７ －０. １６０∗∗∗

（０. １１７） （０. ３７０） （０. ２６２） （０. １４８） （－０. ０５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６. ８８５∗∗∗ ０. ５１１∗∗ ２. ９００∗∗∗ １. ５３１ ０. ８１９∗∗∗ １. ３９８∗ －１. ９５７∗∗∗ －０. ２７７ ０. ８３１

（１. ６２８） （０. ２２２） （０. ５８８） （１. ２８４） （０. １０１） （０. ７１０） （０. ７３０） （０. ２７９） （０. ５２３）

Ｒ２ ０. ８２５ ０. ４８２ ０. ９３５ ０. ８９０ ０. ２１７ ０. ８７５ ０. ９４３ ０. ５３１ ０. ８６７

　 　 注： 在东部地区， ＴＦＰ 的 η１＝ ２. ６８２， ＳＣＨ 的 η１＝ １. ８６２， η２＝ １. ７９９； 在中部地区， ＳＣＨ 的 η１＝ ２. ５３５， ＰＴＣ 的 η１＝ ２. ２０４， η２＝ ２. ２６６； 在

西部地区， ＰＴＣ 的 η１ ＝ ２. ０８９。

２. 行业异质性

近年来， 已有学者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探

索［４５］， 但忽略了其细分行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效果差异， 因此， 本文测算

了生产性服务业五个细分行业各自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 探究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不

同的影响效应。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科学服务业 （Ｓcｉ）、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Ｌｅａ）、
金融业 （Ｆｉｎ）、 交通运输业 （Ｔｒａ） 与制造业 （ Ｉｎｆ） 的协同集聚水平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信息服务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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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为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

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 本文建立了门槛模型并进行门槛效应检验。
由门槛效应检验可知， 科学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交通运输业、 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作用不存在门槛效应， 因此， 在后文的分析中通过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其影响效应的分析。 所有模

型拟合结果如表 ６。

表 ６　 各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

变量
门槛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Ｓcｉ Ｌｅａ Ｆｉｎ Ｔｒａ Ｉｎｆ

Ｃｏａgg ＜ η１ ０. ５７９∗∗∗ ０. ６７０∗∗∗ １. ０４７∗∗∗

（０. １９５） （０. １５９） （０. ２１１）

Ｃｏａgg ≥ η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４０ ０. ４６０∗∗∗

（０. １１６） （０. ０８６） （０. １４１）

Ｃｏａgg ０. １２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４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 ６１１∗∗∗ －３. ２６３∗∗∗ －８. ３０４∗∗∗ －２. １９６∗∗ －１. ５３３

（１. ２２７） （１. １９１） （１. ５３５） （０. ９９３） （１. ０８９）

Ｒ２ ０. ７０８ ０. ７１８ ０. ７２０ ０. ８４６ ０. ８４５

　 　 注： Ｓcｉ 的 η１ ＝ １. ７６４， Ｌｅａ 的 η１ ＝ １. ７６１， Ｆｉｎ 的 η１ ＝ １. ９７５。

由表 ６ 结果可知，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 科学技术服务

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金融业这三个细分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存在最优临界值， 超过临界值之后，
科学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会抑制制造业全要素的提升， 金融业与制造业协

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交通运输业、 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作

用效果不显著。
具体来看， 在合理的协同集聚区间内， 科学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促进了知识技术型人

才在企业间的流动， 加速信息、 知识及技术的传播共享， 有利于制造业技术进步， 从而对制造业全要

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是拉动地方就业、 促进民间经济的重要产业［１２］ ， 与制造业

协同集聚同样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金融业可以为制造业提供充足的流通资金， 制造业融资需

求得到满足， 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 促进技术进步， 提高技术效率， 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当协同集聚水平过高时， 产生的拥挤效应、 路径锁定和挤出效应等负外部效应抑制了制造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 而目前来看， 交通运输业、 信息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未来

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运输布局， 实现区域内部便利交通， 降低制造业运输成本， 从而提

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信息服务业方面， 要强化其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 挖掘对制造业技术进步

的推动作用。
（四）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是否稳健， 本文进行如下几种检验：
（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 对人均 ＧＤＰ 取对数处理， 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 重新建立门槛变量进行估计。
（２） 加入滞后项。 考虑到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具有时滞性， 因此采用产业协同集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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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重新进行回归。 （３） 非线性关系检验。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制造业与

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二次项， 检验其非线性关系。 由表 ７ 可知， 尽管检验结果系数大小略有差

距， 但系数符号保持不变，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关系不变， 证明上文所得

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表 ７　 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加入滞后项 非线性关系检验

Ｃｏａgg ＜ η ０. ３６１∗∗∗ ０. ７６１∗∗∗

（０. １１０） （０. ２０１）

Ｃｏａgg ≥ η ０. ０６４ ０. ２７７∗

（０. １０６） （０. １４２）

Ｃｏａgg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 ０８５∗∗∗ －３. ８１１∗∗∗ －２. ９６１∗

（０. ３８４） （１. ３１１） （０. ３１２）

Ｒ２ ０. ８５０ ０. ７０３ ０. ８４７

　 　 注： 替换被解释变量回归中的 η ＝ １. ３２６， 加入滞后项回归中的 η ＝ １. ８７６。

六、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聚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 利用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省级面板数据， 分析了制造业与生

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非线性影响效应。 在区域异质性方面，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产

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总指数的作用差异， 本文从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技术进步等具体维度对产

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做了进一步挖掘。 在行业异质性方面， 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与制造业

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同， 而现有文献缺少在此方面的探讨， 本文测算了生产性服务业五个细分行业各自与

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 探究了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差异。 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显著。 从总体上看，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边际递减的特性； 从分解效应来看， 产业协同集

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同样呈现边际效率递减特征， 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 之

后促进作用减弱的双门槛效应， 但对技术进步的线性抑制效应明显。
第二，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域异质性。 东中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

均正向作用于规模效率、 技术效率， 而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效应呈现出负向抑制性； 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

聚促进了技术进步、 但抑制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最终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表现为抑制性。
第三， 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科学技术

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 Ｕ 型特点； 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

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 交通运输业、 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作用效果

不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第一， 应充分发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效应， 规避消极效应。 由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减效应， 应积极引导产业合理布局， 将协同集聚水平保持在

最优区间， 避免陷入盲目追求高协同集聚度的误区， 实现产业协同发展， 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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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过度集聚导致资源紧缺、 成本提高、 交通阻塞时， 应及时调整产业空间布局， 注重产业类型匹配，
缓解拥挤效应。 第二， 应针对不同区域的协同集聚效应特征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目标。 由于东、 中、
西部三大区域产业协同集聚的特点及作用规律不同， 应因地制宜， 打造符合当地发展状况的产业模式，
在东部、 中部地区， 应加大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科研创新投入， 发挥人才优势， 增强企业间互动交流，
挖掘协同集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 在西部地区， 应积极推动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优先发展与本地制

造业产业链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 降低资源错配程度， 促进产业良性互动， 通过 “补短板” 的方式将消

极效应转化为积极效应。 第三， 应针对不同行业间的协同集聚特点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 合理控制租赁

和商业服务业、 科学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服务业的知识溢

出效应， 优化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资源配置能力，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促进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

造业的良性互动， 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充分发挥协同集聚的正外部性， 实现产业共同

进步。 目前来看， 交通运输业、 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还不够密切， 未来应更加注重运输布局的

合理化， 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更多便利， 并持续增强信息服务业的服务供给能力， 提升信息服务业对制造

业数字化发展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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